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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观起点：《歌谣》周刊与 
中国歌谣研究的元问题

李国太 詹勇华

【摘  要】作为中国第一个民俗学刊物，北大《歌谣》周刊刊载了大量

讨论“歌谣”基本问题的文章。本文梳理了《歌谣》周刊上关于歌谣释义、

分类及研究方法等问题的学术观点，并对其进行归纳、分析，认为《歌谣》

上有关歌谣研究的讨论奠定了20世纪中国歌谣学的基础；讨论提出的诸多问

题，亦可视为歌谣研究的元问题。

【关键词】《歌谣》周刊；歌谣研究；元问题

引  言

始于1918年的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一场影响深远的

“新国学”运动，它掀起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使长期被忽视的“民间”进

入知识精英的视野，它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不仅成为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

等学科的起点，而且为新文学与新史学提供了鲜活的资源。1918年，北大歌

谣征集处成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歌谣，揭开了歌谣运动的序幕。1920

年12月，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正式成立，《歌谣》周刊创刊，其目的是将搜

集到会的歌谣形成一个系统的报告，以引起社会的关注。a该刊由周作人、

a 沈兼士：《歌谣周刊缘起》，《歌谣》，1922年第1号，第1版。本文对《歌谣》周刊的

征引，均出自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影印出版的《歌谣》，下文不再作说明。



第

一

辑

002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研

究

常惠主编，至1925年6月共发行了97期，外加增刊一期，每24期合订为一册。

在此期间，各地歌谣源源不断地寄来，经整理后在《歌谣》周刊的“儿歌”

和“民歌”栏目上发表。据《歌谣》周刊《发刊词》称，搜集、研究歌谣有

“文艺的”和“学术的”两大目的a。从刊文情况看，《歌谣》周刊大致可以

分为1922年至1924年1月（1～43号）和1924年2月至1925年6月（44～97号）两

个阶段。b在第一阶段，以“歌谣”的刊登和研究为主体，兼及文学研究、

民俗学研究、语言学研究等多个方面；在第二阶段，方言、谚语、故事、风

俗等民俗文化的内容逐渐增多。1923年，北大风俗调查会正式成立，歌谣采

集和风俗调查齐头并进，至1925年暂告段落。在周作人、常惠等学者的不懈

努力下，歌谣研究会的收集、研究工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在诸多的成绩

中，对歌谣的定义、分类、研究方法等问题展开的激烈讨论，可以说奠定了

20世纪中国歌谣学研究的基础，甚至影响到当下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

一、歌谣定义与属性

“歌谣”一语并非近世的产物，早在《诗经·魏风·园有桃》中便有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c之句。后世虽对歌谣多有阐述，但总体而言，歌

谣在中国古代多被视为下里巴人之作，虽然《诗经》中的作品多数来源于民

歌，却逐渐“伦理化”而脱离了民歌的本意。直到北大歌谣运动开始，学者

们在检视韦大列《北京的歌谣》等西方人的作品后，才开始重视民间歌谣，

并广泛采撷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观点进行研究讨论。但歌谣运动伊始，

学者们并未就歌谣的界定给以必要的关注，《歌谣》第4号刊登的蔚文给常

惠的信中还说：

有篇重要的作品，我以为你们应当提前发表，就是刘半农先生那

篇《歌谣界说》。因为民俗文学里有好些东西：如谚语、乡曲、下等

a 周作人：《发刊词》，《歌谣》，1922年第1号，第1版。

b 梅东伟、周磊：《〈歌谣〉周刊中歌谣的研究方法及其实践》，《周口师范学院学

报》，2007年第1期。

c 朱熹：《诗经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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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都和歌谣羼在一起，而且能通行一方。还有些文学家也拟歌

谣，都打着百姓的旗号来厮混。你们不把《歌谣界说》尽先发表了，

恐怕研究的人，无从着手；而搜集的人，也费些无谓的审查光阴。a

常惠在回信中对蔚文所提出的“民俗文学”意义上的歌谣与“民俗学”

意义上的歌谣作了区分，并强调研究歌谣有“文词的研究”和“声调的研

究”两种，“我们就是研究文词那一方面的了”。但自始至终，常惠都未对

歌谣作界定，不过在信中他却建议：

你如果欢喜研究歌谣就请你看杜文澜的《古谣谚》中的“凡

例”，前半篇是极好的“歌谣界说”，就请你看看吧。b

由此可见，在常惠眼中，歌谣的界定可以直接沿用清代杜文澜的观点，

这可能也是当时诸多学人的共识。直到《歌谣》第13号刊登邵纯熙的《我对

于研究歌谣发表一点意见》，才再次提及歌谣的定义问题，不过依然采用的

是杜文澜的看法。

随后，《歌谣》周刊的学人们在讨论歌谣的起源和定义时，仍多从中国

古典文献中有关歌、谣、歌谣的释义出发，认为“歌”与“谣”相对，不能

混为一谈。邵纯熙也认为，《古谣谚·凡例》中“谣与歌相对，则有徒歌合

乐之分，而歌字究系总名；凡单言之，则徒歌亦为歌。故谣可联歌以言之，

亦可借歌以称之”的观点是可取的，他说：

歌字的意义，是咏的意思，引长其声之谓；以曲合乐唱之者。

徒歌而无章曲者，是名曰谣，从此看来，歌谣二字的意义，既然有

区别，自不能混为一起。c

与邵纯熙等借助于传统资源对歌谣加以界定不同，周作人参考西方学者

a 蔚文：《给常惠的信》，《歌谣》，1923年第4号，第4版。

b 常惠：《给蔚文的信》，《歌谣》，1923年第4号，第5版。

c 邵纯熙：《我对于研究歌谣发表一点意见》，《歌谣》，1923年第13号，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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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释义另辟蹊径，认为歌谣虽说是个人情绪的表达，但更是群众情感的积淀，

“歌谣”照字义上说来只是口唱及合乐的歌，但平常用在学术上与“民歌”是

同一的意义。a他进而引述英国学者吉特生（Frank Kidson）的观点加以强调：

谚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对于民歌，我们也可以用同样

的界说，便是由一人的力将一件史事、一件传说或一种感情，放在

可感觉的形式里（表现出来），这些东西本为民众普通所知道或感

到的，但少有人能够将他造成定形。我们可以推想，个人的这种著

作或是粗糙，或是精炼，但这关系很小，倘若这感情是大家所共感

到的，因为通用之后，自能渐就精炼，不然也总多少磨去他的棱角

（使他稍为圆润）了。b

该定义明显来源于吉特生《英国民歌论》中的观点，即“（民谣）是一

种诗歌，生于民间，为民间所用以表现情绪，或（如历史的叙事歌）为抒情

的叙述者”c。

除去“歌”一类，在中国，“谣”别立一门。徒歌曰谣，且多指“童

谣”，即儿童所唱之词。周作人对日本人中根淑在《歌谣字数考》中所说

“其歌皆咏当时事实，寄兴他物，隐晦其词，后世之人鲜能会解。故童谣

云者，殆当世有心人之作，流行于世，驯至为童子所歌者耳”d是十分赞同

的。该观点也获得当时大部分学者的认可，这与中国传统上将童谣视为谶纬

而赋予政治含义的“童谣观”迥异。

与定义密切相关的是歌谣的属性，当时也有学者关注，如署名“为君”

者在《歌谣的起原》一文中认为，歌唱是人类的一种需要，是排解忧愁、打

发时间的工具。e在《歌谣》周刊上十分活跃的邵纯熙在《我对于研究歌谣发

表一点意见》中对此也阐述道：

a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歌谣》，1923年第16号，第7版。

b 同上。

c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歌谣》，1923年第16号，第7版。

d 周作人：《读〈童谣大观〉》，《歌谣》，1923年第10号，第1版。

e 为君：《歌谣的起原》，《歌谣》，1923年第4号，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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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声音既如此复杂，人类的情绪，于不知不觉间，起了

一种感想。遇着欢喜的事情，便唱出一种语调，表现欢喜的状态。

遇着愤怒的事情，复唱出一种语调，表现一种愤怒的状态。a

人类的喜、怒、哀、惧都需要借助歌唱来发泄，歌谣也因此成了人们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邵纯熙看来，歌谣不是个人的所有物，而是集体

智慧的结晶，它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在集体传唱的过程中发生诸多变异，

由不同传唱主体结合自己的人生境遇和经验再加之丰富的想象演变而成。这

一观点也体现在署名为“家斌”的《歌谣的特质》中，该文为译述之作，其

在结论中强调：

歌谣的特色就是能把民众的情感热烈的质朴的表出来，歌谣一

方面说是极带地方色彩的，但歌谣所描写的是人情，人情绝不会相

差太远，所以歌谣又时常脱了地理的限制，竟能口传到很远。b

由此可见，歌谣不仅能表达民众的情感，又因极具地方色彩而反映风土

人情，具有民俗学的价值。这也进一步凸显出歌谣运动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到

1924年，后来被誉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先生还强调：“歌谣是人们

心灵的语言，也就是人们日常生活要素的一部分；所以人群居住的地方，便有

歌谣的诞生和流行。”c直到百年后的今天，该论点依然被学界普遍接受。d

总而言之，歌谣运动期间学界对歌谣的定义虽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

a 邵纯熙：《我对于研究歌谣发表一点意见》，《歌谣》，1923年第13号，第1版。

b 家斌译述：《歌谣的特质》，《歌谣》，1923年第23号，第2版。

c 钟敬文：《南洋的歌谣（二）》，《歌谣》，1924年第70号，第8版。

d 虽然歌谣是民众情感的表达和心声的抒发仍是主流观点，但近年来也有一些新的观

点，如赵丙祥在为葛兰言《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所写的“译序”中，便结合自身

在云南大理的田野经历，指出“在大理这个地方却没有发现‘我们’暗地里期待的那

种‘人民情感’，而是似乎有某种‘莫名’的东西强迫着他们这样不得不这么做：求

子、求福或求丰产”。参见〔法〕葛兰言著：《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译序》，赵

丙祥、张宏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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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均认为，歌谣产生于民间，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与喜怒哀乐情绪，

是歌谣产生的基础，而歌唱是人类情感表达的重要方式。

二、歌谣搜集的原则、方法与困难

随着歌谣搜集与整理工作的开展，采取何种方式搜集歌谣更显科学，成

为当时讨论的重点话题，随后在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原则与方法。同

时，也遇到诸多的问题和困难。

（一）搜集歌谣的原则

歌谣征集伊始，歌谣研究会的成员便提出了一系列原则，以保证所搜集

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其基本原则大致可以归为两类：

第一，全部记录，不加限制。首先，对歌谣类别不加限制，只要不是

文人创作的或没有经过文人改动的民间抒情作品，无论是山歌、秧歌还是牧

歌，一律欢迎。a歌谣征集初期，研究会对歌谣的征集范围，地域上涵括了

“全国”，时间上限定在“近世”，只要属于民间创作歌谣类的，都要求投

稿人一一抄示。其次，对歌谣的性质也不加区分，要求投稿者不必自己先

加以甄别，而尽量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b而后《歌

谣》便刊载了第53号吴立模《苏州的嘲笑咀骂的歌谣》、第81号钟敬文《海

丰的邪歌》等文章。

第二，保持本真，不加润饰。《歌谣》在《发刊词》中就强调本真的、

真实的收集原则。c歌谣作为民间文学作品，来源于民众的真实情感的抒

发。正如白启明所说：“民间的文艺，是那些牧童灶妪村妇野叟以天籁的方

言方音，发表他们真挚浓厚的情意。”d所以歌谣作为自然情感承载体，保

持原貌至关重要。《歌谣简章》中明确要求寄稿人在投稿时应注意：第一，

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第二，一地通行之俗字，及有其音无其字者，均当

a 常惠：《研究与讨论》，《歌谣》，1923年第5号，第2版。

b 周作人：《发刊词》，《歌谣》，1922年第1号，第1版。

c 葛恒刚：《北大歌谣运动的回顾与反思》，《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1期。

d 白启明：《歌谣谜语谈》，《歌谣》，1924年第47号，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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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音。a因此，在《歌谣》上刊登的歌谣，大多都有注音注释，并标明出自

某地方，作为新文化名家的编辑们更是谨遵此宗旨。这种将歌谣以文本的形

式记录下来的方法，不仅可以尽可能地保存歌谣的本真面貌，更为民俗学的

研究提供了素材。

（二）搜集歌谣的方法

歌谣的征集是一项极其困难的活动，单靠歌谣研究会的力量不足以完

成，所以采取了较为广泛的歌谣搜集方法：一是直接采访，二是间接征集。

此外，在《歌谣简章》中明确了歌谣搜集的方法：

一是本校教员学生，各就闻见所及，自行搜集。有私人搜集寄示的，

不拘多少，均表示欢迎。如第47号所载杨德瑞《几首关于政治的歌谣》和第

70号所载钟敬文《南洋的歌谣》等，均是依靠个人力量对熟悉的歌谣进行采

集，再通过暗记或速记的形式将歌谣抄录下来。据笔者统计，《歌谣》周刊

上刊登的165首四川地区的歌谣，也是采用此种方法搜集的。b对于歌谣研究

会来说，此种采集歌谣的方法最为方便、快捷。

二是嘱托各省官厅、各级学校或教育机构代为搜集。白启明提及，搜集

歌谣仅靠个人的热心，所得资料数量有限，需要找个手续简单而收效却普遍

的方法，他提出可委托中小学的教员发动学生参与搜集。在他看来，这种方

法除了搜集效率较高外，还有以下优点：

一则学生心理，以教员采录，多乐于办理；二则中小学生年龄

尚幼，所学所唱的，尚可记忆；三则集许多学生在一块儿去唱，什

么接近律啦，联想律啦……都最易应用，可以彼此互引，引出好

些；四则歌谣含地域性很强，中小学生或为各乡，或属各县的人，

地域较普遍。c

总而言之，歌谣征集需全国有兴趣的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大力支持，才

能持续开展。

a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歌谣简章》，《歌谣》，1922年第1号，第8版。

b 李国太、徐艳君：《民国〈歌谣〉周刊中的四川“声音”》（未刊稿）。

c 白启明：《采辑歌谣的一个经济方法》，《歌谣》，1923年第34号，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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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搜集歌谣的困难

虽说歌谣征集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但在采集过程中往往也会遇到各种

困难，综合当时学人们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其一，乡间观念的影响。如常惠便指出，乡间妇女与歌谣联系最为紧

密，但也因为乡间陋习使得她们羞答答地不肯唱。而乡村男子也如此，以为

唱歌是轻慢之举。a自从文字进入文学书写之后，文本文献逐渐取代口述传

统，而歌谣作为民间艺术的载体，虽是民众心声的表达，但却容易被文人忽

视和矮化，民众也将其视为下里巴人之作，难登大雅之堂。即便今日，笔者

在田野调查中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其二，政府的禁阻。传统社会中，地方官一个重要的职责是负责一地

之教化，他们因此对民间之“真声”多有鞭挞，甚至用行政手段加以禁止。

正如张四维所言，旧时“秧歌”常被地方官禁阻，但官方禁止的又岂止“秧

歌”？一切民间的歌词，他们都认为是“谣言惑众”或“淫词浪语”，加以

禁止。b这便使征集歌谣时民众抱有疑惧之心，影响到歌谣征集的效果。

其三，记忆与原生语境的缺失。正如常惠所说，许多投稿者离家乡久

了，年纪大了，把小时候的兴趣丢失得太多了，几乎把小时候的歌词全都忘

掉了。c缺少歌谣演唱的语境，也就会遗忘部分歌词与曲调，这也导致了歌

谣征集的困难。

其四，采录工具的落后与时间的缺乏。歌谣是方言、方音的载体，歌谣

的采集对于外来者而言极其困难。由于没有录音工具，对歌谣的记音只能用

暗记或速记的方法，采用固定的字符形成文本，整理起来极其困难。当时大

多数歌谣研究者也视此为“余业”工作，就像顾颉刚所说：“我们读书的读

书，教书的教书，办公的办公，一天有规定的工作要做，只是硬抽出一点功

夫来做这件事。”d所以在歌谣征集初期，既要搜集材料，又要对歌谣有所

研究，是极其困难的。

a 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歌谣》，1922年第2号，第2版。

b 张四维：《研究与讨论》，《歌谣》，1923年第5号，第2版。

c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几首不完全的歌谣》，《歌谣》，1923年第6号，第1版。

d 顾颉刚：《对舒大桢〈我对于研究歌谣的一点小小意见〉的回复》，《歌谣》，1923

年第38号，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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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歌谣分类

歌谣分类是歌谣研究的一个先决性问题。在面对从全国各地搜集起来

的各类歌谣，以何种方式进行编排、刊登，在创刊伊始，便摆在整理者的

面前，因此综观《歌谣》全刊，歌谣分类问题的讨论在当时可谓是热门话

题，许多学者都参与其中。笔者将《歌谣》周刊上的种种分类标准进行了

总结，发现最重要的有二分法、六分法、七情法三种。 

（一）二分法

自《歌谣》创刊伊始，编辑们便将搜集到的歌谣分为两个专栏刊载：

“民歌选录”和“儿歌选录”。但编者并未交代采取此种分类的原因。a这

种倾向于以演唱主体为分类标准的二分法，在《歌谣》后来发表的有关歌谣

分类的讨论中并不常见，但却得到朱自清先生的认可并加以采用，他在《中

国歌谣》中说：

采用儿歌、民歌二分法为经，实质的分类为纬。民歌本只一

义，今与儿歌对言，则与“成人的歌”相当，较原义狭的多。……

这种二分法虽然有用，但要谨慎分析，才能周妥。b

由此可见，二分法将“民”视为成人，“民歌”自然就与“儿歌”相

对。但在此基础上，朱先生又强调以“实质的分类为纬”，即根据歌谣的

内容再加以分类，在此观念指引下，他又将“民歌”分为情歌、生活歌、滑

稽歌、叙事歌、仪式歌、猥亵歌、劝诫歌七类。可见朱自清是以儿歌、民歌

为纲，再以歌词内容为目来对歌谣进行分类的。常惠实际上与朱自清持有类

似的观点，在《歌谣》第17号第1版的《讨论·歌谣分类问题》中，他也提

到歌谣可分为民歌与儿歌，民歌又可分为由男子唱的“社会的民歌”和由女

子唱的“家庭的民歌”，儿歌则可分为“给儿童唱的母歌”和“儿童自唱的

a 在《歌谣》第17号第1版的《讨论·歌谣分类问题》中，常惠在回复邵纯熙信时曾

说：“我对于歌谣的分类问题，为了好几年的难了，在《歌谣》周刊出版之前，我们

就为这件事很费许多踌躇，迟到如今还是搁着浅呢。”

b 朱自清：《中国歌谣》，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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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a傅振伦在《歌谣分类问题的我见》一文中，同样主张以年龄为依

据，将歌谣分为“民歌”和“儿歌”两类。b

除“民歌”与“儿歌”这种二分法外，沈兼士还曾提出另外一种二分

法，沈兼士在给顾颉刚的信中写道：“民谣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自然民

谣；一种为假作民谣。”c但魏建功却对此种分类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自

然”与“假作”很难区别，有许多歌谣是假作的，但是流传没有多久，就

变成自然的了。d实际上，魏建功和沈兼士有关歌谣分类的讨论在《歌谣》

创刊之前便已经展开，虽然文章刊登在1923年的《歌谣》周刊上，但魏建功

的这封信则写于1920年12月20日，可见，歌谣的分类问题由来已久。虽然二

分法提出甚早，但后来并未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同，相关讨论也没有进行

下去。

（二）六分法

在歌谣的分类中，六分法是被广泛认同的一种分类方法。学界多认为

六分法是由周作人提出的，实际上在周作人于《自己的园地》中提出六分法

之前，魏建功早在1920年便已经主张将民间歌谣分为儿歌、童谣、山歌、情

歌、渔歌、秧歌。e但此种六分法却值得讨论，将儿歌、童谣分为两类，孰

不可解；而山歌、情歌、渔歌、秧歌并置，也多有随意为之之嫌，加之魏建

功只是在私信中反驳沈兼士之二分法时提出的，并未加以阐释，因此并未引

起学界的关注。而周作人于1922年4月13日在《晨报副刊》上刊登的《自己

的园地》一文中将歌谣分为情歌、生活歌、滑稽歌、叙事歌、仪式歌、儿歌

六类f，则较为科学，这种按照内容为标准的划分也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

同。何值三进而认为，应在周作人的分类基础上再加一类颂乞歌。他说：

我们浙江诸暨有一种木铎，似一种类似的乞丐，以理知的谚语缀

a 常惠：《讨论·歌谣分类问题》，《歌谣》，1923年第17号，第1版。

b 傅振伦：《歌谣分类问题的我见》，《歌谣》，1925年第84号，第4版。

c 沈兼士：《歌谣讨论》，《歌谣》，1923年第7号，第4版。

d 魏建功：《歌谣讨论·魏建功先生给我的信》，《歌谣》，1923年第8号，第8版。

e 同上。

f 该文后又见载于《歌谣》1923年第16号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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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颂歌，专在民间劝人向善，得点钱米以维持生活。又有除夕以先的

扫地老及新年的调灶王、摇龙船等，那是完全以歌颂为乞食之具。a

常惠却说，乞丐唱的歌类别很多，在刚入手研究歌谣的时候，要以真正

抒情的歌谣为主，其余的可暂缓。

周作人的六分法虽然有争议，但均以歌词内容为划分依据，这就统一

了分类标准。后来学者对歌谣的分类多以六分法为基础展开的。即便是新时

期编纂的各种民间文学教材，对民间歌谣的分类也多采用六分法。如钟敬文

的《民间文学概论》中将民间歌谣分为劳动歌、仪式歌、时政歌、生活歌、

情歌、儿歌六类，刘守华《民间文学导论》和黄涛《中国民间文学概论》完

全沿用了此分类，只是在有的类别下又进行了细分。而段宝林《民间文学教

程》则在六大类的基础上增加了引歌、古歌（神话歌）、历史传说故事歌三

类。万建中的《新编民间文学概论》认可段宝林的分类，但也稍作调整，在

九大类的基础上，取消了古歌（神话歌）这一类型。可见，民间歌谣的六分

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其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三）七情法

在诸多的分类中，邵纯熙的七情法颇为特殊。他所说的七情，包括喜、

怒、哀、惧、爱、恶、欲七种人类情感，在《我对于研究歌谣发表一点意

见》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我想歌谣二字既如上述的不同；而歌谣的性质，又有自然和假

作的，不如分为民歌、民谣、儿歌、童谣四类。这四类中可依七情

的分类法编次之。……果能将各种歌谣，收集一起。先将属歌者归

歌一类，属谣者归谣一类。然后以七情中字，分别其类。又以同样

的集合之，为比较的研究，自然可以省得许多脑筋。b

邵纯熙首先沿用了中国古代有关歌、谣分离的讨论，先将歌、谣二分，

再以七种感情为依据，分别对歌和谣进行情感的归类。但这一说法首先就不

被编辑常惠认可，他在文后的“编辑者识”中明确表示：“要说这种分法

a 何植三：《歌谣分类的商榷》，《歌谣》，1923年第27号，第1版。

b 邵纯熙：《我对于研究歌谣发表一点意见》，《歌谣》，1923年第13号，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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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赞同。”白启明也认为，邵纯熙的四项分类法，实可括为民歌、儿歌

两项；而“七情”的分法“颇不为错，可惜这条绳索，嫌短一点，只能捆绑

住歌谣的一部”。他比较赞成周作人的分类主张。a而后，邵纯熙结合白启

明、沈兼士的分类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先将歌谣分为民歌和儿歌，又

按照性质分为自然和假作歌谣，民歌有七类（情绪类、滑稽类、生活类、叙

事类、仪式类、岁事类、景物类），儿歌有四类（情绪类、滑稽类、游戏

类、物事类），在情绪类下面仍以七情划分。b此种分类，在后续讨论中仍

未得到学者的认可，刘文林说邵纯熙的分类太过于主观，主张用科学、客观

的方式进行分类。

除了讨论民歌的具体分类外，还有对儿歌分类的专门研究。周作人根

据内容的不同，将儿歌分为事物歌和游戏歌。常惠在给邵纯熙的信中，将儿

歌分为母歌 （给儿童唱的） 和儿歌 （儿童自己唱的）。c这也得到了周作

人的肯定，他说：“儿歌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母歌，二是儿戏。”d而“母

歌”以下的门类又较为复杂，这在朱自清的《中国歌谣》中有具体阐述。而

后，傅振伦提出更复杂的分类法，认为儿歌按性别分为童歌和女儿歌，均包

括婴儿歌；从形式上分为母歌和儿歌；从歌性及类用上，可分为事务类的

歌，又可细分为抒情歌和叙事歌［包含应验的童谣、人物、岁事歌、有韵的

故事、吟物歌（如谜语）］；生活歌，包含家庭、社会内容；儿童教育歌，

如劝诫、有韵的故事等；滑稽歌，以骂、嘲、无意义韵文及急口令拟人为

多；游戏歌，又分为单歌（即独歌）与合歌（二人或二人以上）。e傅振伦

的分类体系相对复杂，但分类标准明晰且更为细致，他将有韵的故事、岁事

歌、谜语从叙事歌中区分出来，从念诵的情境和艺术价值上加深了对儿歌的

认识。同时，他将儿歌中有教育意义的劝诫类儿歌和无意义的韵文加以区

别，认识到了儿歌艺术功能的多样性。傅振伦的儿歌分类虽繁琐，但基本划

a 白启明：《对〈我对于研究歌谣发表一点意见〉的商榷》，《歌谣》，1923年第14

号，第3版。

b 邵纯熙：《歌谣分类问题》，《歌谣》，1923年第15号，第1版。

c 常惠：《歌谣分类问题·给邵纯熙的信》，《歌谣》，1923年第17号，第1版。

d 周作人：《儿歌之研究》，《歌谣》，1923年第33号，第8版。

e 傅振伦：《歌谣分类问题的我见》，《歌谣》，1925年第84号，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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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后来者研究儿歌的基本范围。

可见，歌谣运动发起之初，由于学界对歌谣的认识不够深入，也面对着

许多困难。但正是在解决各种困难的过程中，蕴含着各地风土人情的歌谣，

开始登上了大雅之堂。

四、歌谣研究中运用比较法的讨论

《歌谣》周刊不仅对各地歌谣进行了征集和整理，也对歌谣的内容进行

了理论研究与探讨，并总结了一些方法，开创了后世歌谣整理研究的范式。

钟敬文曾将五四时期民俗学活动的性质总结为民族性、民主性和科学性，

其中科学性主要针对研究方法，并进而指出其包含的两种意思，“一是指科

学本身（科学的知识、原理等）。另是指科学的态度、精神及方法等”a。

《歌谣》周刊的学人们提出研究歌谣的方法很多，其中以比较研究法最受

认可。

在歌谣研究中运用“比较的研究法”，首先是由胡适提出的。1922年12

月3日，胡适在《歌谣》创刊号刊发前的半个月于《努力周报》第31期上发

表了《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文中提到：

研究歌谣，有一个很有趣的法子，就是“比较的研究法”，有许

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大同的地方是他们的本旨，在文学的术语上叫

做“母题”（motif）。小异的地方是随时随地添上的枝叶细节。往往

有一个“母题”，从北方直传到南方，从江苏直传到四川，随地加上

许多“本地风光”；变到末了，几乎句句变了，字字变了，然而我们

试把这些歌谣比较着看，剥去枝叶，仍旧可以看出他们原来同出于一

个“母题”，这种研究法，叫做“比较研究法”。b

该文虽直到1924年3月9日才被转载在《歌谣》周刊上，但《歌谣》周刊

的学人们早已读过这篇文章，并表示认同，如常惠在《对投稿君进一言》

a 钟敬文：《钟敬文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36页。

b 胡适：《歌谣的比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歌谣》，1924年第46号，第7版。



第

一

辑

014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研

究

中建议学者尝试比较的研究a。白启明则说：“胡适先生所提出的比较研究

法，是最好不过的。”b对于比较的对象，也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讨论。

而《歌谣》专题讨论歌谣研究方法的文章迟至1923年9月30日才见刊，

该号上的“讨论”中发表了俄国伊凤阁写给北大歌谣研究会的一封信，其中

提出歌谣研究方法中的比较研究，需“征集大多数中外文人发表的意见，俾

使原有材料愈趋精审；若只就原凑集地之思想而妄加以比较的研究，必有失

其本来面目之虞”c。这种观点固然无错，但正如常惠在回应伊凤阁的批评

时说：

学术的研究当采用民俗学（Folk-lore）的方法，先就本国的范

围加以考订后，再就亚洲各国的歌谣故事比较参证，找出他的源泉

与流派，次及较远的各国其文化思想与中国无甚关系者作为旁证；

唯此事甚为繁重，恐非少数人所能胜任，须联合中外学者才能有

成。d

在回应中，常惠强调歌谣研究的民俗学本位，并且十分赞同伊凤阁有关

比较研究的看法，但囿于中国现实的情况，他认为使用这种比较研究还为时

尚早。

但此番讨论的反响并不强烈，随后二十期的《歌谣》周刊中也没有探讨

歌谣研究方法的文章。直到1923年12月17日的《歌谣纪念增刊》上才刊登了

常惠的《一年的回顾》和杨世清的《怎样研究歌谣》等文章。常惠在文中旧

话重提：

我们研究歌谣可以分纵的（历史的）方面与横的（地理的）

方面，第一种还不曾有人下手，就是拿现在的歌谣对证古代的歌

谣。……诸如此类，我们倘能给他考出源泉来，岂不是很有价值的研

a 常惠：《对于投稿诸君进一解》，《歌谣》，1922年第1号，第2版。

b 白启明：《几首可作比较研究的歌谣》，《歌谣》，1923年第4号，第3版。

c 伊凤阁：《讨论》，《歌谣》，1923年第26号，第1版。

d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对伊凤阁来信的回复》，《歌谣》，1923年第26号，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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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吗？横的方面，研究由中国到外国的像党家斌先生的《歌谣的特

质》一篇，他说关于各地歌谣的相似，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其次

就是按着类来国内各地去找，把相似的集合一块来作比较的研究。a

当时常惠辑录了八九个省有关《隔着门帘看见她》这一母题的歌谣，

因此他对共时比较研究的方法十分熟悉，有意识地对同一母题的歌谣进行

比较。但常惠认为，研究歌谣不仅要注意其共时的特征，更要关注历时的对

比，对其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杨世清也认同此论：

我所谓的比较，不仅限于同时的大同小异的歌谣，即是现时歌

谣与古时歌谣，现时的歌谣与弹词唱本，都不妨就其形式性质相近

的，拿来比较一下，作我们研究歌谣的一种帮助。b

而后，将比较方法阐释的最明晰的是许竹贞《我今后研究歌谣的方

法》，他的方法包括六个步骤：

（1）寻找歌谣材料当文学研究。

（2）用科学方法研究（是何处的歌谣？为什么有这首？这歌谣的

起源？）。

（3）狭义的调查比较，先以一县为标准，包括方音方言的调查比较，

具体到乡、村；人情风俗的调查比较，包括渔人的、农人的、山居的，也比

较到职业和乡村。

（4）广义的调查比较，包括方音方言的调查比较和人情风俗的调查比

较，包括不同省份、不同职业的、不同人群的比较。

（5）将各处彼此比较后的结果分做同点和异点，把它们归纳起来。

（6）深究比较后各处同点和异点的究竟。c

许竹贞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歌谣研究中比较方法的运用，但遗憾的是，从

《歌谣》后来刊登的文章看，该方法似乎并未得到广泛的运用。不过还是有

a 常惠：《一年的回顾》，《歌谣》，1923年，《歌谣周年纪念增刊》，第44页。

b 杨世清：《怎样研究歌谣》，《歌谣》，1923年，《歌谣周年纪念增刊》，第20页。

c 许竹贞：《我今后研究歌谣的方法》，《歌谣》，1924年第42号，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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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比较研究的成果成为后来歌谣研究的典范之作，如董作宾对《看见她》

的研究。

当然比较研究只是歌谣研究的一种方法，当时引起的讨论较多。此外，

对歌谣中的方言、民俗的研究，在搜集歌谣之初便已经开始。而对歌谣内

容的解读，也先后刊登了许多，如刘经菴《歌谣与妇女》a、孙少仙《云

南关于婚姻的歌谣》b，都对歌谣中所反映的婚姻问题与妇女问题进行了

民俗学研究；李璞《川东通行的医事歌谣》c、刘经菴《歌谣中的舅母与继

母》d、杨德瑞《几首关于政治的歌谣》等作品，同样是基于歌谣内容进行

的研究。

整体而言，歌谣研究切入的角度很多，既可着眼于字词的考证，也可致

力于内容的解读，还可展开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正如王肇鼎《怎样去研究和

整理歌谣》所言：“地势是歌谣的根点或立点，人文是歌谣的干点或中点，

社会现象是歌谣的引点或生点，所以都有注意的必要。”e言下之意是只有

将歌谣产生的地理形势与环境，与其人文特征结合，才能更全面、更完整地

诠释一首歌谣。但理论阐述易，实际操作则难。当时有以上认识的学者应

不在少数，却难以推动歌谣研究的深入开展，原因在顾颉刚回答舒大桢《我

对于研究歌谣的一点小小意见》中已经有充分的表述。顾颉刚将研究滞后的

原因归结为五点：搜集的材料少、历史的材料少、国外的材料少、研究人数

少，以及歌谣本身包罗万象，研究难度大。f

结  语

2018年10月22—23日，以“从启蒙民众到对话民众”为主题的纪念中国

民间文学学科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汇聚了一大批

a 刘经菴：《歌谣与妇女》，《歌谣》，1923年第30号，第1版。

b 孙少仙：《云南关于婚姻的歌谣》，《歌谣》，1924年第57号，第5版。

c 李璞：《川东通行的医事歌谣》，《歌谣》，1925年第77号，第2版。

d 刘经菴：《歌谣中的舅母与继母》，《歌谣》，1924年第46号，第1版。

e 王肇鼎：《怎样去研究和整理歌谣》，《歌谣》，1924年第45号，第3版。

f 顾颉刚：《对舒大桢〈我对于研究歌谣的一点小小意见〉的回复》，《歌谣》，1923

年第38号，第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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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学者。就会议主题设

置而言，从“启蒙”到“对话”，正好反映出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百年

探讨的起承转合，而该会议设置的“歌谣”“启蒙与对话”“神话传说故

事”“民间文艺”“民俗”“非遗”六个话题，基本涵括了该学科发展中的

各个领域。细审之就会发现，《歌谣》作为中国第一个民俗学和民间文学刊

物，其刊登的文章虽以“歌谣”为主体，但基本上涉及以上六个话题。以此

观之，《歌谣》学人们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歌谣进行的分析和讨论，

可以说奠定了20世纪中国歌谣研究的基本范式，并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民间文

学和民俗学学科的发展。他们所提出的歌谣性质与分类的界定、歌谣搜集的

原则与方法、歌谣研究的理论与路径等问题，在迄今的歌谣研究中都从未

缺席。如无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围绕民间文学“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

则和方法展开的讨论a，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开

展，都延续了《歌谣》周刊学人们所开创的歌谣征集强调本真性、注重方言

民俗留存的传统。因此，我们今日在充分吸取新理论充实民间文学研究的同

时，也有必要认真梳理前辈学人们的观点，并从中吸取养料，以收继往开来

之效。

◎基金项目：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

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元明清笔记文献散见巴蜀民俗史料辑录”

（BSWHZD19-04）；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濒危活态文献

保护研究团队”。

◎作者简介：李国太，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詹勇华，四

川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2019级硕士。

a 参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上海：上海

文艺出版社，1962年12月。


